
第２１卷第６期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

经 济 学 (季 刊)
ChinaEconomicQuarterly

Vol．２１,No．６
November,２０２１

中国城市圈层空间经济结构变迁的
内在机理研究

张同斌　刘俸奇　孙　静∗

　本文研究了城市和圈层空间经济结构变动的内在机理.
结论表明,城市向圈层地区知识溢出效应的增强,能够缩小城市与

圈层之间的经济差距.异质性分析和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更高强度

的劳动力自由流动并没有加快地区间经济增长的收敛,而是扩大了

城市与圈层之间经济产出的差异.在城市向圈层地区知识溢出程度

提高的过程中,政府在公共支出决策时会将更多的资源配置到城市

中,强化了城市与圈层地区之间的 “二元经济”结构.
　城市圈层结构,溢出效应,空间经济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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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城市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空间载体,一些中心城市具有良好的交通运输条

件和完善的基础设施,吸引了大量人口和资源向其集聚,城市之间的经济发

展差距不断扩大.根据地市级层面数据的测算结果可得,１９９７—２０１１年,中

国城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GDP)由０６８７万元增长至３９４３万元,城市间

人均 GDP标准差由０８２７扩大至２３０６.１不仅如此,在我国城市经济快速增

长的过程中,“中心 外围”式的二元空间特征十分突出,城市周边或外围地

区经济基础相对落后、地理位置约束明显,使得其生产要素净流出或净转移

的特征高度显著 (许政等,２０１０).
随着经济空间分布不均等程度的加深,中心城市对外围地区的辐射力开

始以圈的形式向外扩散,逐渐形成了以城市为中心、外围呈圈层状环绕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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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布局,即城市圈层结构 (张亚斌等,２００６).２在城市与圈层空间布局形成和

发展的过程中,城市丰富的自然条件和发达的基础设施首先会吸引经济活动

向其集中,向心力促使产业向城市加快集聚.当城市中产业集聚接近或达到

饱和时,基础设施的拥挤效应和企业间竞争程度的增强所产生的离心力持续

上升,产业向外迁移形成次级经济带,即圈层.此后,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张,
城市与其外围间的地理摩擦缩小,离心力与向心力将在新水平下实现均衡,
城市影响范围的断裂点外移使得在圈层之外的新区域加入原圈层中,形成了

更为广泛的圈层地区.
城市圈层经济结构的形成,实际上是作为中心的城市与作为外围的圈层

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加强与深化的过程.具体而言,城市与圈层之间地理邻

近、紧密关联,两类地区基础设施及市场环境存在着一定差异,引导或驱动

了城市与圈层之间的产业或企业转移,进而促使城市和圈层的产业布局和经

济结构发生改变.在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推进的过程中,城市范围不断扩展

和城市规模持续扩大,圈层结构也随之变动,城市对圈层的资源和要素是否

存在 “虹吸效应”及其程度强弱,城市对圈层的空间溢出效应是通过何种途

径实现的,这都是中国城市圈层发展模式研究以及城市与圈层之间影响机制

研究中的核心问题.
有关城市与圈层之间相互作用的理论基础方面,主要可以参考在 “中心 外

围”框架下形成与发展的 “回流 扩散”效应和 “极化 涓滴”效应.由于存

在着自然条件、要素禀赋和技术水平等方面的初始优势,城市实现了快速发

展,城市与圈层经济发展的 “势差”也成为空间相互作用实现和强化的前提

条件.在 “回流 扩散”理论中,生产要素从圈层向城市集聚使得两者经济差

距扩大,产生了回流效应,而要素等从城市向圈层扩散促使经济差距缩小时,
形成了扩散效应.类似地, “极化 涓滴”效应指的是,在城市与圈层经济发

展的初期阶段资源和要素的流动会使得城市增长极出现,长期内在市场机制

调节作用下城市会向圈层地区渗透.
城市规模的扩张和经济的增长是通过分享、匹配、学习等途径或机制实

现的,其中知识累积、扩散和溢出的学习机制十分重要 (DurantonandPuga,

２００３;陆铭,２０１７).如果在扩展范围内考虑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将城市与

圈层组成一个经济系统,则知识溢出效应也应是两者之间经济互动的重要渠

道.例如,已有学者研究发现中国地区之间经济的相互影响主要来自知识溢

出 (张勋和乔坤元,２０１６).然而,知识溢出是通过何种机制作用于空间经济

结构变迁的,现有的研究中并没有给予太多的关注.本文将知识溢出纳入空

２ 在圈层结构理论中,圈层有地理上属于城市之内的圈层以及城市地理范围以外的圈层之分,即城市

内圈层和外圈层,本文中的圈层指的均是城市外圈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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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经济学研究框架中,模拟知识溢出程度变动情形下地区间经济行为的相对

变化和相互影响,以实现对城市圈层之间经济活动的科学描述.

二、文 献 述 评

城市圈层结构的理论思想源于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观点,即以工业品、
初级产品分工形成的中心区和外围区的不对称空间经济结构 (Williamson,

１９６５).国内外许多学者从空间和时间等多个维度对中心与外围地区之间的关

系展开了广泛研究,Krugman (１９９１)构建了包含 “中心 外围”结构的新经

济地理模型,从产业集聚的视角描述了地区间相互作用的机理,分析了运输

成本、规模经济等因素对要素流动和产业集聚的影响.此后,应用新经济地

理学理论的研究大多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如何界定地区范围,二是针对区域

间的关系如何进行描述和建模 (BehrensandThisse,２００７).部分学者对 “中
心 外围”模型加以扩展,丰富了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应用.一些代表性的研

究如 Okubo (２００９)在企业异质性、中间投入品关联等情形下考察了企业的

集聚特征,Castroetal．(２０１２)将传统的两地区扩展至多地区,模拟了多地区

之间产业扩散和集聚的路径,Behrensetal．(２０１４)通过更改部门的市场结构

与生产特征,采用垄断竞争、嵌套的柯布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等形式验证了模

型的稳健性.
在城市体系的演化过程中, “中心 外围”模型还为城市层级关系或等级

特征的出现和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Fujitaetal．(１９９９)基于理论研究发现,
随着一个地区与中心城市距离的增加,集聚的向心作用使其市场潜力下降,
当距离继续增加时,市场潜力还会呈现倒 “U”形特征,城市层级逐渐显现

(Partridgeetal．,２００９).城市与圈层是一个经济体系中的两个组成部分,两

类地区之间由于产业转移和要素流动而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经济联系,进而城

市和圈层地区之间存在溢出效应.在以中国为例的研究中,柯善咨 (２００９)
等验证了城市间或地区间空间溢出效应的存在性.

生产率是决定产出水平的关键因素,城市与圈层地区生产率普遍存在着

明显的差距,这也是使得两类地区之间的产出水平呈现非对称性的重要原因

之一.技术水平或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取决于知识资本,由于知识具有

外部性,其可以在不同地区之间实现溢出,进而对不同地区的产出增长发挥

差异化的促进作用 (BrezisandKrugman,１９９７),换言之,知识溢出是空间

外部性的一种重要体现形式和实现途径.部分学者的研究还发现,城市规模

是影响人力资本累积的主要因素,人力资本进而通过知识溢出实现对城市经

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陆铭,２０１７).DavisandDingel(２０１９)则基于非对称结

构的空间知识经济模型解释了知识交换在集聚中的驱动作用,并且将其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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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大城市的技能溢价更高以及技能型劳动力的迁移率更高等现象.
在城市非均衡发展的过程中,要素流动特别是劳动力自由流动会对资源

配置效率、地区经济差距等产生显著影响 (Boarnet,１９９４;范剑勇和谢强强,

２０１０;Lessmann,２０１４).理论和经验研究表明,劳动力由欠发达的圈层向发

达的城市迁移会推动地区间经济差距的缩小,而 Eggeretal．(２００７)采用美

国、欧洲样本的对比研究发现,与非技能劳动力相比,技能型劳动力的流动更

易于导致产业集聚,进而使得地区间经济差距扩大.许召元和李善同 (２００９)
证明了劳动力迁移对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方向是不确定的,其取决于资本外

部性的大小等因素.另外,Tabuchietal．(２０１８)分析得出劳动生产率提高

能够促进生产活动集聚,同时技术进步还与劳动力迁移成本交互作用于劳动

力自由流动和新空间经济结构的形成之中.
除此之外,政府能够通过政策工具调节中心与外围地区之间的关系,其

主要通过收入端的征税与支出端的公共品提供两种途径推动中心与外围之间

的经济结构变迁.AnderssonandForslid (２００３)在新经济地理模型中设置了

政府的税收模块,将税收收入用于公共品支出且进入效用函数,分析了征税

方式变化对不同地区之间劳动力分布的影响.EggerandFalkinger (２００６)的

研究结果显示,政府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于本国或本区域内中间品生产商

数量的增长和不可流动要素回报的提升具有显著贡献,其还可以降低生产活

动向区域外转移的规模.GruberandMarattin (２０１０)在新经济地理模型中

将贸易成本内生化,并加入了扭曲性税收,模拟结果显示将税收收入用于基

础设施投资及其产生的外部性,将改变中心与外围之间制造品的相对价格,
有利于扩大外围地区的市场需求.

在城市圈层发展模式的研究中,除了辨析城市与圈层空间相互作用的特

征之外,更为核心的是深层次地挖掘城市圈层经济结构变动的运行机制.在

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本文一方面从知识溢出效应角度进行城市与圈层之间

关联的刻画,模拟城市向圈层知识溢出的经济增长效应;另一方面,在城市

圈层结构的框架中充分考虑要素的流动特征和政府的调节作用,分析城市圈

层内在关联的影响因素以寻找城市圈层经济结构演化的内生力量.

三、理 论 框 架

(一)理论模型设定

在 KrugmanandVenables (１９９５)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包含城市与圈

层的两地区模型,分地区设置生产部门,加入城市与圈层之间的知识溢出、
劳动力的非完全自由流动特征以及消费和投资的非完全替代特征,并求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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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姆齐 (Ramsey)最优财政支出问题.假设市场为政府行为完全承诺的完全

竞争市场,政府和其他经济主体之间的博弈方式为斯塔克尔伯格 (Stackelberg)
博弈,代表性家庭和企业为Stackelberg均衡中的 “先行者”,政府为 “领导

者”.基于此,本文描述了城市和圈层地区企业、代表性家庭以及政府行为的

基本假定和设定方式.为简便起见,本文采用下标１代表城市地区,下标２
代表圈层地区,理论模型的具体形式为:

１ 企业部门

假定城市地区和圈层地区中分别存在着企业部门,两个地区企业的生产

函数分别为:

Y１,t＝A１,tKα１
１,tLη１

１,tKγ１
G１,t, (１)

Y２,t＝A２,tK
α２
２,tLη２

２,tK
γ２
G２,t, (２)

其中,Y１,t和Y２,t分别代表在第t期城市、圈层地区的产出水平,A１,t、A２,t

代表城市和圈层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K１,t、K２,t为两个地区的私人资本投

入,L１,t和L２,t为两个地区的劳动力要素,KG１,t、KG２,t为两个地区的公共资

本存量,α１、α２、η１、η２、γ１、γ２ 为私人资本、劳动力和公共资本的弹性

系数.
与大多数国内外文献中一致,本文假设城市和圈层的全要素生产率与知

识存量相关,而城市和圈层的知识存量服从动态累积过程.首先,基于 Arrow
(１９６２)“干中学”的思想,参考 FischerandNewell(２００８)、Mattauchetal．
(２０１５)有关产出规模与知识存量模型的形式,设定城市与圈层地区的知识累

积方程为:

H１,t＋１＝(Y１,t－φY１,t－１)＋(１－δH )H１,t, (３)

H２,t＋１＝(Y２,t－φY２,t－１)＋(１－δH )H２,t, (４)
其中,H１,t和H２,t分别为第t期两地区的知识存量,φ 为知识存量累积系数,
表示在稳态时产出规模不变也会有新的知识产生,δH 为知识的折旧率,可以

表示相对落后知识的淘汰过程.
其次,Chuang (１９９８)认为欠发达地区具有后发优势,可以模仿与吸收

发达地区的先进技术并实现 “学习溢出效应”,而发达地区不能从相对落后的

地区获得知识溢出.本文中假定城市的知识存量大、技术水平高,圈层地区

的知识存量和技术水平则相对较低,城市对圈层具有知识溢出效应.在新经

济地理模型中,不同地区企业之间的溢出效应是十分重要且易被忽视的内容,
其中知识溢出效应及其产生的外部规模经济没有充分纳入模型中.参考苏志

庆和陈银娥 (２０１４)的知识溢出模型设定形式,本文设定城市与圈层地区技

术进步的方程如式 (５)和式 (６)所示.

A１,t＝A１,０Hε１
１,t,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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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２,t＝A２,０[θ１Hε２
１,t＋ １－θ１( ) Hε２

２,t], (６)
其中,ε１和ε２表示两地区知识转化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效率,A１,０和A２,０为两地

区不存在知识转化能力时的基准全要素生产率,θ１衡量了城市对圈层的溢出

效应,包括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等要素.

２ 代表性家庭

假设经济中存在一个永续生存的代表性家庭,其目标是实现效用最大化,
目标函数为式 (７).

Max
∞

t＝０
βt lnCt＋χln(１－Lt)[ ] , (７)

其中,β为贴现因子,Lt表示总劳动投入,１－Lt表示闲暇,c是消费与闲暇

的替代参数.
总消费品由城市和圈层地区的消费品加总得到,组合形式为:

Ct＝ ρc,１C
σc－１
σc

１,t ＋ρc,２C
σc－１
σc

２,t[ ]
σc

σc－１, (８)
其中,Ct为第t期经济中的总消费,C１,t、C２,t分别是城市和圈层地区的消费

品,ρc,１、ρc,２为城市和圈层地区消费品在总消费品中的份额参数,σc为两个

地区消费品的替代弹性,σc ＞０且σc≠１,其值大小反映了地区间消费的差异

程度.
劳动力自由流动是城市与圈层之间溢出效应实现的重要渠道,也是导致

不同地区经济产出变化和空间结构变动的重要因子.一般而言,城市与圈层

地区的劳动力市场存在着显著的异质性,并且,在生活成本、产业结构和市

场门槛作用下,两个地区之间的劳动力通常不能完全自由流动,参照 Horvath
(２０００)、KimandKim (２００６)、PetrellaandSantoro (２０１１)的处理方法,
本文设定了城市和圈层地区劳动力要素的组合形式,如式 (９)所示.

Lt＝ ρl,１L
σl＋１
σl

１,t ＋ρl,２L
σl＋１
σl

２,t[ ]
σl

σl＋１, (９)
其中,Lt为总劳动力投入,ρl,１、ρl,２分别为城市和圈层地区劳动力的份额参

数.对于参数σl而言,当σl＝∞时,表示劳动力要素在不同地区之间是完全

自由流动的,而当σl＝０时,则表示劳动力要素完全不流动,参数σl取值越

大时,代表地区间劳动力的流动程度越高.实际上,该参数可以作为城市与

圈层地区之间生活成本、竞争效应、产业分布等多个方面差异的反映以及不

同地区之间迁移成本的代表,更为重要的是,还可以作为户籍制度导致的劳

动力自由流动受阻和市场分割的表示.显然,参数σl取值越小,代表劳动力

自由流动的限制越大.
此外,劳动力流动参数σl还是城市与圈层之间劳动力异质性的表示.如

果城市与圈层之间的劳动力是同质的,则可以采用直接加总的方式得到经济

中总的劳动力,即Lt＝L１,t＋L２,t,而本文采用如式 (９)形式设定城市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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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与圈层劳动力组合成为总劳动力,表明两类地区之间的劳动力要素是不能

直接加总的,是存在异质性的.城市与圈层地区的劳动力在人力资本、技术

熟练程度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别,劳动力流动参数σl的变化会对有效劳动投入

产生影响.
借鉴大多数文献的一般做法,本文设定了家庭的预算约束方程式 (１０)

和私人资本的动态累积方程式 (１１).

PtCt＋QtIt ≤rtKt＋WtLt, (１０)

Kt＋１＝(１－δK)Kt＋It, (１１)
其中,Pt代表总消费的价格,Qt代表总投资品的价格,rt为私人资本的利率,

Wt为总有效劳动力Lt对应的总工资水平,Kt代表第t期经济中的总私人资

本,δK 为私人资本折旧率,It为经济中的总投资品,与消费品类似,总投资

品的组合形式为:

It＝ ρi,１I
σi－１
σi

１,t ＋ρi,２I
σi－１
σi

２,t[ ]
σi

σi－１, (１２)
其中,I１,t、I２,t分别为城市和圈层地区各自的投资品,ρi,１、ρi,２分别是城市

和圈层地区投资品的份额参数,σi是两个地区投资品之间的替代弹性.采用

常替代弹性函数进行加总,在体现城市与圈层地区消费品和投资品异质性的

同时,实现了两个地区消费、投资活动的有机组合.

３ 政府部门

在城市与圈层地区的公共投资和公共资本累积中,政府具有重要的分配

职能,政府对城市和圈层地区的企业分别征税,将获得的税收收入统筹用于

城市和圈层地区的公共投资支出.例如,在以城市建设为中心的时期,政府

将更多的公共投资支出向城市进行倾斜,而在城乡一体化推进或都市圈形成

的过程中,政府则会在圈层地区进行更大规模、更高比例的公共投资,政府

在收入端的征税、支出端的公共投资中的行为及变化将对城市和圈层之间的

经济结构产生一定的影响效应.
假设政府通过税收收入为公共资本融资,由此本文设置了政府的预算平

衡方程:

τy(P１,tY１,t＋P２,tY２,t)＝Gt, (１３)
其中,P１,t、P２,t分别为城市和圈层地区产品的价格,Gt为政府的公共投资支

出,τy为政府向城市和圈层地区企业征税的税率.
政府在城市和圈层的公共投资支出满足:

Gt＝G１,t＋G２,t, (１４)
其中,G１,t为政府在城市的公共投资,G２,t表示政府在圈层地区的公共投资.
一般而言,政府的公共投资具有向城市倾斜的特征,本文构建政府公共支出

结构变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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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t＝
G１,t

G２,t
． (１５)

在公共投资的基础上,可以得到两类地区公共资本的动态累积方程为:

KG１,t＋１＝(１－δG)KG１,t＋G１,t/P１,t, (１６)

KG２,t＋１＝(１－δG)KG２,t＋G２,t/P２,t, (１７)
其中,δG为公共资本的折旧率.

(二)模型求解

１ 竞争性均衡

本文中的竞争性均衡定义为:给定外生参数、政策变量 {G１,t,G２,t,Gt,

KG１,t,KG２,t}、技术演变相关变量 {A１,t,A２,t,H１,t,H２,t}以及初始条件

{KG１,０,KG２,０,K０,H１,０,H２,０},若价格过程 {rt,Wt,w１,t,w２,t,Pt,

P１,t,P２,t,Qt,λt}以及配置过程 {Y１,t,Y２,t,Kt,K１,t,K２,t,Lt,L１,t,

L２,t,Ct,C１,t,C２,t,It,I１,t,I２,t}满足方程式 (１)、式 (２)、式 (８)—式

(１２)、城市和圈层企业的一阶条件、代表性家庭的一阶条件和市场出清条件,
则为竞争性均衡.对应于模型的求解思路为:给定政府行为和各类价格,城

市和圈层地区企业选择私人资本、劳动力投入,实现利润最大化;代表性家

庭选择在两个地区消费、投资和劳动力供给,实现效用最大化;各个市场均

满足出清条件.为便于模型的求解,还需要在模型中设置价格基准,例如可

设定总消费品的价格为１,即Pt＝１.

２ 拉姆齐 (Ramsey)最优财政支出

求解 Ramsey最优财政支出问题时需要给出政府的目标函数.在中国政

府目标函数的设定方面,赵扶扬等 (２０１７)将代表性家庭效用和基础设施投

资水平纳入地方政府的目标函数中,廖谋华和韩颖杰 (２０１９)设置的政府目

标函数中主要包含了代表性家庭的效用水平.本文在设定政府的目标函数时,
一方面参考了标准的政府效用函数 (Chamley,１９８６),即仅包含代表性家庭

效用水平的政府目标函数,以体现政府弥补市场失灵、发挥中央计划者的职能;
另一方面,本文在政府目标函数中引入了区域发展不平衡指标,以充分反映政

府缓解区域发展失衡以实现共同发展的目标.政府目标函数的具体形式为:

Max
∞

t＝０
βtξlnCt＋χln(１－Lt)[ ] ＋ １－ξ( )IY１,t ＞Y２,t( ){ lnY２,t－lnY１,t[ ] } ,

(１８)
其中,ξ反映了代表性家庭效用在政府目标函数中的重要程度;I ()为示

性函数,当城市经济产出大于圈层地区的产出时,函数取值为１,否则取０.
假定政府征税的税率不变,政府通过选择城市和圈层地区的公共支出结

构实现目标最大化.政府的约束条件主要分为两类:一是作为 “先行者”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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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主体的可行性条件和一阶条件,如城市和圈层地区企业的生产函数、资本

的动态累积方程、企业的利润最大化条件和代表性家庭的效用最大化条件等;
二是政府自身的约束条件,如预算约束条件式 (１３)、式 (１４)以及公共资本

累积方程式 (１６)、式 (１７).在约束条件下政府选择控制变量实现目标函数

最大化的过程即为 Ramsey均衡.

(三)参数校准和估计

１ 基于文献的参数校准

本文中的参数校准采用了文献引用和模型估计两类方法,这也是国内外

理论模拟文献中进行参数校准时主要采用的两种方法.本文基于 Ngalawaand
Viegi(２０１３)的参数设置,以及相关文献在模拟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时的参数

取值,选取代表性家庭效用函数中的贴现因子β＝０．９７５,消费与闲暇的替代

参数χ＝０２,私人资本折旧率δK ＝９６％.参考GruberandMarattin (２０１０)
的研究,结合数据估算的结果和生产函数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得到城市与

圈层地区的公共资本弹性系数γ１、γ２分别为０１２７和０１９７,公共资本的折旧率

δG＝９２１％;知识存量累积系数φ＝０９,知识的折旧率δH ＝１０％,城市和圈层

两地区知识转化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效率ε１和ε２分别为０２、０１５;政府对企业征

税的税率τy为１５％.在对政府偏好参数ξ进行校准时,通过给定不同的ξ取值,
根据模型求解得到G１/G２,将G１/G２模拟结果与现实数据最为接近时对应的ξ
值０９确定为其参数取值.

２ 基于数据的参数估计

本文主要选取中国地级市的城市数据,以及其邻近２００千米范围以内的

圈层地区数据进行参数估计,数据来源于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美国密歇

根大学原中国信息研究中心 ChinaGeoＧExplorer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库.３基于

此数据库,可以选取中国地市级行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指标,并提取距离该

城市半径２００千米４内区域对应数据集合形成的新指标,分别作为城市与圈层

地区的样本.经过数据提取、筛选、整理,得到中国１９９８—２０１１年２４１个地

级市及相应圈层的数据.为与理论模型中相统一,在本部分仍采用下标１和

下标２分别代表城市、圈层地区.
本文基于搜集到的数据,对理论模型中生产模块、劳动力模块、消费和

投资模块的部分方程,在取对数后加入随机扰动项,并在控制时间和地区效

应的基础上进行了参数估计,估计结果列于表１,表中参数估计值均在１％的

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３ ChinaGeoＧExplorer数据库网址:https://wwwchinaＧdataＧonlinecom/,访问时间:２０１９年８月３１日.
４ 之所以选择２００千米,主要是参考了 Morenoetal．(２００５)和许政等 (２０１０)的研究,具体计算过

程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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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基于模型估计的参数取值结果

模块 参数 含义 取值

生产

α１ 城市资本弹性系数 ０５５９

β１ 城市劳动弹性系数 ０３１４

α２ 圈层资本弹性系数 ０４４２

β２ 圈层劳动弹性系数 ０３６１

劳动力

ρl,１ 城市劳动力份额　 ０５５４

ρl,２ 圈层劳动力份额　 ０４４６

σl 劳动力替代弹性　 ０９５６

消费

ρc,１ 城市消费份额参数 ０４４４

ρc,２ 圈层消费份额参数 ０５５６

σc 消费替代弹性　　 １９５０

投资

ρi,１ 城市投资份额参数 ０４４９

ρi,２ 圈层投资份额参数 ０５５１

σi 投资替代弹性　　 ２０８０

四、数 值 模 拟

在理论模型构建和参数校准的基础上,本部分将对城市和圈层间的作用

机制进行数值模拟,分析知识溢出程度变动对两类地区空间经济结构的影响.

本文首先模拟了城市向圈层的知识溢出效应变化时引发的产出水平和经

济结构变动,列于图１.根据图１可得,当城市向圈层地区的知识溢出程度

(θ１)提高时,城市的产出水平 (Y１)和圈层的产出水平 (Y２)不断上升,城

市与圈层的经济产出之比 (Y１/Y２)即经济差距也表现出了收敛的特征.

图１　城市向圈层知识溢出程度 (θ１)变动的经济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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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向圈层地区知识溢出程度的增强,城市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

等更多地输出到圈层地区,圈层地区能够通过将知识转化为全要素生产率,
实现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和产出规模的扩张.在圈层地区的产出规模扩大时,
政府从圈层地区获得的税收收入增长,其用于城市和圈层地区的公共投资支

出也会相应增加,进而对城市和圈层地区的经济产出都具有促进作用.
城市向圈层地区知识溢出效应增强的同时,受到了圈层地区积极的反馈,

知识溢出强化了城市与圈层之间的经济联系,两个地区经济增长之间显现了

双向促进关系和 “携手共进”特征.结合新经济地理学中有关中心与外围地

区经济产出增长原因的解释,本文认为城市向圈层地区的知识溢出、圈层地

区向城市的模仿学习,均能够有效发挥城市、圈层地区知识要素禀赋的相对

优势,即保持城市的领先优势并激发圈层的后发优势,实现两个地区对要素

的有效利用和对资源的合理共享.在知识溢出效应影响下城市与圈层地区的

经济产出增长还呈现出一定的非对称特征.对比城市、圈层经济产出水平的

图形可得,城市产出水平增长速度慢于圈层地区,即知识溢出对圈层地区经

济增速的提升作用更大.

五、异质性分析

(一)劳动力自由流动程度不同情形下的经济结构变动特征

当劳动力可以完全自由流动时,城市和圈层地区劳动力的工资相等使得

劳动力在两类地区的空间分布是均衡的.然而,由于现实劳动力的流动中存

在着户籍制度等多种限制,跨地区的流动障碍导致劳动力供给和需求不匹配,
准入限制高的城市中劳动力的工资水平更高、短缺现象突出.劳动力自由流

动程度是城市和圈层地区之间劳动力投入结构、工资结构以及经济产出结构

的影响因素.为检验劳动力自由流动在促进劳动力要素优化配置和地区经济

一体化中的作用,在理论模型中其他参数不变的情形下,本文模拟得到了劳动

力流动参数 (σl)变动时,城市与圈层地区经济结构变迁的特征,如图２所示.

图２　劳动力自由流动程度 (σl)变动的经济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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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劳动力自由流动程度由弱变强时,城市与圈层地区之间的劳动力之比

(L１/L２)上升、工资比 (w１/w２)下降,并促使经济差距 (Y１/Y２)扩大.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劳动力自由流动导致城市与圈层的工资比下降,但是由

于城市劳动力工资高于圈层地区,劳动力仍然由圈层向城市集聚.

劳动力流动的 “二元分割”使得城市与圈层地区均无法形成完善的劳动

力市场,劳动力的相对价格不仅不能够充分自由调整,而且不能准确地反映

劳动力要素的供求关系,加之 “工资黏性”特征使得城市与圈层地区之间的

劳动力数量之比 (L１/L２)较大,即两个地区劳动力的数量差距更为明显,进

而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城市与圈层之间的经济差距 (Y１/Y２).劳动力市场的

不完善,是城市和圈层之间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原因之一,在健全劳动力市

场的同时放松劳动力流动的约束对于缩小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具有积极的推

动作用 (Hu,２００２).

(二)劳动力自由流动程度不同时知识溢出程度变动的经济效应

本文模拟了劳动力自由流动程度低 (σl＝０５)与劳动力自由流动程度高

(σl＝１５)两种情形下城市向圈层地区知识溢出程度 (θ１)变动时的经济效

应,绘制了图３.需要说明的是,劳动力自由流动程度低对应于劳动力自由流

动限制较大,反之亦然.

图３　不同劳动力自由流动程度下知识溢出程度 (θ１)变动的经济效应

由图３可得,劳动力自由流动程度不同情形下城市对圈层的知识溢出效

应 (θ１)增大时,城市与圈层之间的劳动力数量之比、工资之比均呈现下降

特征,两类地区的经济产出之比也表现出了收敛的迹象.根据中心地理论可

得,作为中心的城市,其一项重要功能就是为外围地区提供包括知识要素在

内的商品和服务.在劳动力由城市向圈层转移程度增强时,同时也为圈层地

区提供了更多的空间知识溢出和邻近学习机会,特别是高技能劳动力的增加、
人力资本的累积和创新能力的形成,将发挥技术的外部性,从而推动圈层地

区生产可能性边界的外移 (GlaeserandMare,２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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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显示,与劳动力自由流动限制较大的情形相比,劳动力自由流动限制较

小时城市与圈层的工资比 (w１/w２)曲线位于下方,劳动力数量比 (L１/L２)

和经济产出比 (Y１/Y２)曲线位于上方,劳动力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差异更大.

特别是劳动力自由流动限制较小时的高经济产出比,表明在城市与圈层之间

知识溢出程度提高和经济差距缩小的过程中劳动力流动因素起到了一定的制

约作用.城市与圈层之间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导致地区之间的工资差异缩小,

降低了劳动力流动和产业转移的黏性,但在城市向圈层知识溢出程度增大及

其经济差距收敛的过程中,更高强度的劳动力自由流动并没有加快地区间经

济的均等化,反而减弱了知识溢出的影响效应.

对于这一结果可能的解释是,如前所述,城市向圈层的知识溢出效应加

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是城市内资源和产业离心力增强的显现.城市中

生产技术的外溢是促进圈层地区生产率提升和技术进步的渠道,这将对圈层

地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起到积极作用,从而对圈层地区的工资产生向上的推

动力 (CombesandDuranton,２００６).在知识溢出程度提高时,促使劳动力

由城市流入圈层地区,同时带动了圈层当地的市场需求,导致要素价格与劳

动力流入呈现同向变动关系的同时,圈层地区需求扩大对产品价格也造成了

上涨的压力,由此产生的生活成本提高会对劳动力产生挤出作用,使得劳动

力再次转移到城市中.

六、机 制 分 析

(一)政府支出形式设定:内生与外生

为更加明确地分析城市向圈层的知识溢出效应增强时引致的经济结构变

化以及政府在其中的调节作用,在这一部分,本文将政府支出的形式外生化,

与基准情形下政府支出内生的结果相对照,以反映政府支出对城市圈层经济

结构的影响机制.

根据图４中的模拟结果可知,当城市向圈层地区的知识溢出程度增强时,

政府支出内生化设定方式下城市与圈层地区公共支出的比例 (G１/G２)逐渐

变大,即相对于圈层地区而言,政府将在城市中进行更多的公共投资支出,

这与政府支出外生化假定下城市与圈层地区公共支出比例不变的特征形成了

鲜明的对比.政府在地区之间公共投资支出比例的不同,对应的经济增长与

经济结构也存在一定差异,据此可以分析得到政府在城市与圈层地区之间经

济结构变迁中的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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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不同设定形式下政府支出的结构特征

本文模拟了政府支出内生、政府支出外生两种情形下城市向圈层地区知

识溢出程度 (θ１)变动时的经济效应,主要包括对城市经济产出 (Y１)、圈层

经济产出 (Y２)、城市与圈层地区经济产出之比 (Y１/Y２)的影响三个方面,
如图５所示.

图５　不同政府支出形式下知识溢出程度 (θ１)变动的经济效应

模拟结果显示,当城市向圈层地区知识溢出程度增强时,与政府支出外

生情形相比,政府支出内生情形下城市经济产出水平增长的幅度更大、速度

更快,而圈层地区的经济产出水平更低、上升速度较慢,相对增长速度的变

化导致城市与圈层地区之间的经济产出比即经济差距缩小的速度趋缓.显然,
在政府支出外生时,城市与圈层之间的经济产出相对均衡,但是经济中的总

产出水平较低,经济发展中的公平程度高但效率低;而当政府支出内生时,
经济中的总产出更多,但是两类地区之间的经济产出差距更为突出,地区经

济发展中的公平程度低但整体经济的运行效率高.
如前所述,伴随着城市向圈层地区知识溢出程度的增大,政府内生地调

整其在城市与圈层地区的公共支出决策时,会将更多的资源配置到城市中.

在城市中,增加的政府支出能够累积形成更为丰富的公共资本,在更大程度

上提高城市的经济产出水平和整体经济的产出水平,进而提升了社会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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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向于城市的政府支出效率更高,使得城市经济产出的规模更大,在其对圈

层地区的溢出效应增强时,有助于推动圈层地区实现产出增长.然而,政府

在圈层地区进行公共投资支出的规模及其形成的公共资本存量偏低,导致该

地区经济产出的增长速度放缓.
基于政府内生支出的设定,在城市向圈层知识溢出增强即扩散作用或涓

滴效应变大的过程中,城市与圈层地区之间公共资本存量以及经济产出的差

距反而扩大,或城市与圈层之间经济差距缩小的进度延缓,这也为中国城市

与圈层地区之间 “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与强化提供了现实依据.城市与圈

层之间经济差距的收敛并不是越快越好,政府在城市与圈层地区之间进行公

共投资的分配时,应充分考虑支出的效率.例如,在政府支出外生的条件下,
城市与圈层之间的公共投资维持在一个固定的比例上,原本主要用于城市公

共投资的部分被过度投入圈层地区,在圈层地区公共投资比例过高则使得公

共资本配置扭曲,公共支出结构与技术结构、要素结构不匹配,在整体经济

层面上导致了技术效率的损失和生产效率的低下,在地区层面上限制了城市

的发展且造成了资源在圈层地区的冗余,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知识溢出

和生产率提高带来的产出增长效应.

(二)政府偏好:效率与公平

在政府支出外生和内生对比的基础上,本文又加入了不同政府偏好参数

(ξ)下两种政府支出内生情形的对比,设定政府偏好更注重效率 (ξ＝０９,
基准情形)和政府偏好向公平倾斜 (ξ＝０８)两种情况,如图６所示.政府

偏好参数 (ξ)对应于不同的政府内生支出比例 (G１/G２),政府偏好本质上

是通过政府支出结构调整发挥其对城市圈层之间经济差距的调节作用的.基

于图６可得,当城市向圈层地区的知识溢出程度增强时,两类地区之间公共

支出的比例 (G１/G２)逐渐变大,其中政府更注重效率时,城市与圈层公共

支出的比例更高,即政府在城市中进行更多的公共投资支出.

图６　不同政府偏好下政府支出的结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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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地,本文分析了不同政府偏好,即不同政府内生支出结构下知识

溢出程度变动的经济效应,如图７所示.根据政府目标函数式 (１８)可知,
当参数ξ越大时,政府偏好于或更注重社会总福利,更高的社会总福利对应

于更多的经济总产出,即相对于公平而言政府更注重效率.与之相对,相对

较小的参数ξ则表明政府的偏好部分上由效率转向公平,即向城市与圈层地

区之间发展的公平倾斜.图７显示,当城市向圈层的知识溢出程度增强时,
与政府偏好向公平倾斜的情形相比,政府更注重效率时城市经济产出水平更

高,而圈层地区的经济产出水平相对较低,进而使得城市与圈层地区之间的

经济差距较大且收敛的速度变慢,这一结论与图６中政府注重效率时城市与

圈层之间公共支出比例较高的特征是对应的.

图７　不同政府偏好下知识溢出程度 (θ１)变动的经济效应

如前所述,相对于圈层地区而言,城市在生产率方面具有相对优势,更

为注重经济效率的政府会在城市中进行更多的公共支出,通过提高城市的经

济产出水平进而推动整体经济产出水平的上升和社会福利水平的增进.因此,
上述结论确认了政府偏好及其对应的政府支出结构是城市空间经济结构变化

的重要影响机制.当政府的目标由效率向公平适度转向时,城市与圈层地区

之间的经济差距会不断缩小,但是也应注意到城市与圈层地区经济地位和产

出水平的相对变化,以及政府偏好向公平倾斜带来的效率损失.

七、结　　论

本文构建了包含城市与圈层的两地区模型,结合中国的现实数据进行参

数校准,对城市与圈层地区之间溢出效应的作用机制进行数值模拟,分析知

识溢出程度变动情形下地区间经济行为的相对变化和相互影响,研究城市和

圈层空间经济结构变动的内在机理,得到主要研究结论为:
当城市向圈层地区的知识溢出程度提高时,城市和圈层地区的产出水平

均不断上升.劳动力流动是城市与圈层之间溢出效应的重要传导渠道,在城

市向圈层知识溢出程度增大及其导致的经济差距收敛过程中,劳动力流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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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起到了一定的阻碍作用.更高强度的劳动力自由流动并没有加快地区间经

济增长的收敛,而是导致城市与圈层地区之间劳动力投入比上升、工资比下

降且经济产出差距更大.
随着城市向圈层地区知识溢出程度的提高,特别是当政府更注重经济效

率提升和社会总福利增进时,其会内生地调整城市与圈层地区的公共支出比

例,将更多的资源配置到城市中,显著提高了城市的经济产出水平和政府公

共投资的效率.政府在圈层地区进行公共投资支出的规模及其形成的公共资

本存量偏低,致使其经济产出的增长速度放缓,两类地区之间的经济产出差

距扩大,这也从理论上解释了中国城市与圈层地区之间 “二元经济”结构的

成因.
根据本文的研究可得,促进城市向圈层地区的知识溢出,是缩小城市与

圈层之间的经济产出差距、优化空间经济结构布局进而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

的有效途径,也是推进中心城市与外围地区协调发展的合理方式.在这一过

程中,加快劳动力等要素和资源在城市与圈层地区之间的自由流动,会减弱

知识溢出程度增强在地区经济增长收敛中的作用,因此应避免采取以扩大劳

动力流动规模为目标的城乡一体化政策,而应以完善劳动力等要素市场为重

点,遵循科学有序、精准协调的思路推进劳动力自由流动和要素梯度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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